
欧阳修排抑 “ 太学体 ” 新探

葛 晓 音

宋仁宗嘉赫二年 欧阳修知贡举
,

利用考试取士的机会对当 时 学 者 以 “ 险怪奇

涩 ” 相尚的文风痛加排抑
,

使 “场屋之习
,

从是莲变 ” 《四朝国史
·

欧阳修传》 。

这是他所 领导

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的一件大事
。

关于欧阳修所打击的文风究竟是西蓖体骄文
,

还是属于

古文运动中的不良倾向
,

曹枣庄同志最近在 《北宋古文运动的曲折过程 》一文 载 《文学评论 》

一九八二年第五期 中作了此较详细的辨析
,

认为欧阳修所排斥的是号称
“

太学体
”

的古文
,

从而

初步澄清了学术界历来在这个问题上含混不一的说法
,

这是很有意义的
。

但曹文认为当时古

文生涩以宋祁为代表
,

狂怪以杜默为代表
,

则仍未完全弄清太学体产生的具体背景和直接原

因
,

因而有值得商榷之处
。

要搞清
“

太学体
”

为何以 “ 太学 ” 为名
,

就应当具体考察嘉赫二年

欧阳修知贡举之前流行于太学的文风
。

宋邱虽曹两次在国子监任职
,

但第一次在天圣初
,

第

二次在宝元中
,

当时太学尚未创建沙 ,

因此看不出他与太学体的直接关系
。

杜默早年为石介

门人
,

其诗歌之怪不但为苏轼所嘲笑
,

也受到过欧阳修的批评
,

但如据此断定其古文为狂怪

代表
,

证据似嫌不足
。

我认为所谓 “ 太学体 ” ,

主耍是指庆历中以来
,

因石介
、

孙复
、

胡理

等在太学复古过当所造成的流弊
。

进一步搞清其流行的时间
、

背景和原因
,

对 于透彻理解欧

阳修的诗文革新理论
、

甚至重新评价他排抑太学体的意义
,

都是十分必要的
。

“ 太学体 ” 的流行
,

当从仁宗庆历中创建太学起到嘉砧二年止
,

大约有十三
、

四年的时

间
。

范仲淹等实行新政时
,

意欲劝古复学
,

庆历四年
,

始 “建太学于京师
” 见欧阳修 《胡先生墓

表 ” ,

拜规定 “ 士须在学三百 日 ,

乃听预秋赋 ” 《宋史
·

选举志 》 从此太学就成为求仕的必经

之途
。

从庆历四年到嘉被初
,

太学最有影响
、

生徒最多的学官是石介 字守道
,

号祖徕
、

孙复 字明复
,

号泰山
、

胡理 字翼之
,

号安定 三人
。

欧阳修在胡缓墓表中说 “ 自景

被明道以来
,

学者有师
,

唯先生暨泰山孙明复
、

石守道三人
。 ” 胡暖少时在泰山与孙明复

、

石守道同学十年
,

三人都精于道德经术
,

学术宗旨大抵相同公 。

孙复至和年到嘉赫初在太学

为国子监直讲
,

嘉袖二年七月以疾卒于家
。

石介一生以教学 自任
, “ 及在太学

,

益以师道 自

居
,

门人弟子从之者甚众
,

太学之兴
,

自先生始 ” 欧 阳修 《祖徕石先生墓 志铭 》 。

他虽在庆历五

年即负谤而死
,

但影响很大
,

其弟子 “ 常续最高第
,

鸯游各名科 ” 欧阳修 《读祖深集 》 。

胡缓

早先在湖州教学
,

就有弟子数百人
。

庆历四年朝廷取胡缓的教学法为太学法
,

皇赫末胡暖才

来太学任教
,

四方学者慕名而来
,

以至太学容纳不下 , “ 礼部贡举所得士
,

先生弟子
,

十常

居四五
,

其高第者知名当时
,

或取甲科
,

居显仕 ” 《胡先生墓表 》 。

胡缓死 于 嘉砧四年
,

欧

阳修打击太学体之时
,

正是胡暖在太学极享盛名之际
。

仅从石介
、

胡暖弟子大都在科举中列

人高第的盛况也可以看出 太学建立以后
,

科场考试标准已 自杨
、

刘讲求声病偶 对 的 时 文

转为便于阐发经义的古文
。

宋初以来
,

取士标准一般是先诗赋后策论
,

到天圣八年欧阳修赴



进士试时
,

所作的还是 “ 移此俪彼
, 以为浮薄 ” 《与荆南乐秀才书 》 的杨

、

刘时 文
。

夭圣中
,

仁宗下诏救学者去浮华
,

宝元以后风气渐变
,

考试次序改为先策次论
,

次赋及诗
,

次帖经墨

义
。

庆厉时改为三场 “先策
,

后论
,

次诗赋
,

罢帖经墨义
,

士通经术愿 对 大 义 者
,

试十

道
。 ” 《宋史

·

选举志 》 于是策论经义的重要性就超过了诗赋
。

庆历五年新政 失 败后
,

虽然

仁宗曹一度下诏罢去入学 日限
,

恢复科举旧条
, “

以为诗赋声病易考
” ,

但从 《选举志 》所载

张方平
、

王硅的奏议来看
, “进士明经先经义而后试策 ” 的章程拜未改 变

。

据 《宋 会 要 辑

稿 》卷一 六四一
,

张方平庆厉六年知贡举
,

王硅皇储五年知贡举 ③ 距嘉赫二年仅四年
,

可知从庆历到嘉砧十多年间
,

科场考试基本上以经义试策为主
,

便于述经的古文也就因此大行

于世
。

所以欧阳修说 “ 伏见国家 自兴建学校以来
,

天下学者 日盛
,

务通经术
,

多作古文
。 ”

奈砧二年 《条约举人怀挟文字荆子 》 石介等三位道学先生之所以能人主太学
,

倡道复 古
,

拜使生

徒曹以古文得显仕
,

与统治者改革政治的需要和科举取士标准的变化是密切有关的
。

庆历之学对于复古明道
、

革除西昆体的浮艳之风固然有功
,

但由于太学成为贡举求仕的

主要门径
,

诸生为猎取声名
,

往往喜尚标新立异
,

其文章内容大都流于迁阔诡激
,

文辞多追

求险怪僻涩
。

欧阳修在嘉砧二年所写的 《议学状 》中对这种流弊产生的原因 分 析 得 极为透

彻 “夫人之材行
,

若不因临事而见
,

则守常循理
,

无异众人
。

苟欲异众则必为迁僻奇怪以

取德行之名
,

而高谈虚论以求材识之誉
,

前 日庆历之学
,

其弊是也
。 ” 吴充 《欧阳公行状 》

说嘉褚初欧阳修将 “ 前以怪僻在高第者
,

黝之几尽 ” ,

既然此时怪僻仍可列人高第
,

足见庆

历之学尚怪的风气到嘉砧初依然盛行
。

这种学风因 “ 喜声名
” 《宋史 石介传》 的石介而兴

,

至嘉砧前 由孙复
、

胡暖接管太学时拜未稍减
。

尽管欧阳修对这三人复古的功绩向来推崇备至
,

但是从欧阳修同石介及其弟子的通信和诗歌往来中仍可看出
,

他与太学先生们的复古主张有

明显的分歧
。

这种分歧表现在言行上
,

主耍是欧阳修提倡守常循理
,

而石介等则追求 自异于

众
。

早在石介为邪州观察推宫时
,

欧阳修就看出他有好怪 自异的倾向
。

他在 《与石推官第一

书 》中批评石介所作的手书和二象记石本 “何怪之甚也 ”二 ”今足下端然居乎学舍 , 以教

人为师
,

而反率然以 自异
,

顾学者何所法哉 ”

一今不急止
,

则惧他 日有责后生之好怪者
,

推其事
,

罪以奉归
,

此修所以为忧而敢告也
。 ” 可惜石介以为欧阳修只是在责怪他的书法

,

于是欧阳修又写了 《与石推官第二书 》 ,

强调 “ 凡仆之所陈者
,

非论书之善
,

不但患乎近怪

自异以惑后生也
。 “

一仆岂区区劝足下以学书者乎 ” “太学体 ” 的出现证明了欧阳修的远

见
。

书体之怪
, 只是石介以怪求名的方式之一

。

此风一开 ,

很快就被太学生发展到更加迁僻

的程度
。

关于这方面的史料虽不完备
,

但仅从黄宗羲 《宋元学案 》收集的记载中也可窥见当

时风气之一斑
。

如石介最得意的门人何群曹 “ 请复古衣冠 ” 以 自标榜
, “祖徕赞美其说 ” 。

胡缓的弟子也都好在衣服容止上特异于众人
, “ 人遇之虽不识

,

替知其缓弟子也
” 。

胡暖的高

足徐积还仿照见贵官的礼仪
, “裹懊头

,

服公裳
,

晨省其母
,

外氏诸妇大笑之
,

先生弥格
,

久而不复笑也 ” 。

与这种迁怪言行相应的是其文风的怪僻
,

所以 《东坡志林 》说仲车 徐积

字 “ 诗文则怪而放
,

如玉川子 ” 。

何群门人冯正符 孙复三传弟子 能 “ 辨何氏三科九旨

之穿凿怪妄
,

最为详悉 ” 以上引文均见 《宋元学案 》 。

据欧阳发所著 《欧 阳修 行 状 》载
,

当时

考场文字之怪
,

甚至有 “僻涩如狠子豹孙
,

林林逐逐之语
,

怪诞如周公俘图
、

禹操春镭
、

傅

说负版筑来筑太平之基之说 ” 。

欧阳修虽然提倡复古明道
,

但他主张 “ 读书趋简耍
,

言说去

杂冗 ” 《送焦千之秀才 》 。

因此他针对太学怪风
,

借对樊宗师的批评指出 以怪奇矫浮薄的复

古之道井不能得韩愈的其传 “ 异哉樊子怪可吁 , 必欲独出元古初
。

穷荒搜幽人有无
,

一语



洁曲百盘行
。 “

一忌世嫂巧 习卑污
,

以奇矫薄骇群愚
。

用此犹得追韩徒
,

我思其人为踌躇
,

作诗聊艳为坐娱
。 ” 《绛守居 园池 》

欧阳修痛黝太学体
,

还不仅是因为这种怪僻生涩的文风不合他喜尚平淡简要的趣味
,

更

重要的是其内容的迁阔诡激与他 “ 研穷六经之旨 ” 必须 “ 究切当 世 之 务 ” 《答陆伸 》 的一

贯主张相悖
。

苏轼后来在 《议学校贡举状 》一文中指出 “ 通经学古者
,

莫如孙复石介
,

使

孙复石介尚在
,

则迁阔矫诞之士也
,

又可施之政事之间乎 ” ④措论求深而至于迁
,

动辄唐

尧虞舜
,

不切时务
,

确是太学诸生的通病
。

如 《宋元学案 》载神宗闻孙复门人姜潜贤
,

向他

访求治世之道
,

姜潜却回答 “ 有尧舜二典在
,

顾陛下致之之道何如
。 ” 胡缓门人张坚经常

对诸弟子传授 “ 人皆可以为尧舜 ” 的空洞大道理
。

胡暖的另一位高足田述古 “读书唯易
、

中

庸
、

论语
、

孟子
,

间及老子
、

扬子
,

申重熟复
,

造其深旨
,

余不措意也 ” 。

所 以 欧 阳 修在

《与张秀才第二书 》中批评张文 “ 述三皇太古之道
,

舍近取远
,

‘

务高言而鲜事实
,

此少过

也
。 ” 拜指出 “ 今学者“

一乃乐诞者之言
,

思混沌于古初 ” , “ 而务高远之为胜
,

以广诞无

用之说
,

是非学者之所尽心也
。 ” 又在 《迭黎生下第还蜀 》一诗中告诫黎 生 “ 圣 言 简 且

直
,

旗勿迁其求
。 ” 有迁阔的高谈虚论就必有诡激的低时之说

。

欧阳修曹婉 言 责 备 石介文

章
“ 有 自许太高

,

低时太过
,

其论若未深究其源者 ” 《与石推官第一书 》 ,

而石介这种偏激之

词又为他的门人发展成诡激矫诞之说
。

如何群 “ 喜激扬论义 ” ,

曹上书说 “ 后世专以文辞
,

莫甚于赋
,

请罢去
” ,

得到石介赞同
,

而他 自己的赋却 “ 既多且工
” ,

因而被人指为 “ 不情 ”

见 《宋元学案 》 。

正因为迁阔矫诞的高谈无补于时
,

所以欧阳修在排抑太学体的 同 时
,

大 力

推荐三苏父子 “精于物理 ” 、 “
善识变权 ” 、 “ 辞僻宏伟 ” 的 “ 有用之言 ” 荐布衣苏询状 》 ,

又于嘉赫二年两次上书请召陈烈为太学先生
,

因 “ 其学行高古
,

然非矫激之士
” 《举布衣陈烈充

学宫荆子 》 , 井请求 “悉取九经之疏
,

删去截纬之文
,

使学者不为怪异之言 惑乱 ” 《论胭去九

经正义中滋讳荆子 ,

在诗歌方面则要求 “ 察其美刺
,

知其善恶
,

以为 劝 戒 吴充 《欧阳公行状 》 ,

这与他主张作文务为有用之说的意见是相通的
。

所以欧阳修对石介在太学每 日里 “ 陈诗颈圣

德
” 、 “

唐虞赓咏歌 ” 《读祖株集 》 的做法颇有微词
,

这一点可以从他写于康定元年的 《赠杜

默 》一诗得到证明
。

这首诗说石介弟子杜默 “ 作诗几百篇 ” ,

颇受石介赏识
,

但 “ 携之入京

邑
”

后
,

却遭到欧阳修的讽刺 “ 岂如子之辞
,

铿煌间铺笙
。

淫哇俗所乐
,

百鸟徒噢哄 ” ,

致

使 “ 杜子卷舌 ” 而去
。

诗的结尾劝杜生应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 “ 京东聚群盗
,

河北点新兵
。

饥荒与愁苦
,

道路 日以盈
。

子盎引其吭
,

发声通下情
。

上闻天子聪
,

次使宰相

听
。

何必九包禽
,

始能瑞尧庭
。

子诗何时作
,

我耳久已倾
。 ” 显然

,

这些论诗主张与石介及

其弟子一味歌功颂德的诗风是大相径庭的
。

综上所述
,

可以看出 欧阳修从庆历以来就一直

致力于扭转由太学流行到社会上的迁怪僻涩的文风
,

只是到嘉砧二年时才有机会利用知贡举

的权力来一次彻底的扫荡罢了
。

曹枣庄同志由于没有完全弄清欧阳修排抑太学体的背景
,

因

而对这次知贡举的意义的评价也和各家文学史论著一样
,

仍然局限在改革散文的形式风格方

面
。

从以上考辨可以看出 ,

这次斗争的意义不只是使文风由怪变易
,

从此建立起平易流畅
、

委曲婉转的散文风格
,

而且还有力地扭转了古文复兴之后脱离社会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
。

在西昆体遭到复古运动打击之后
,

欧阳修大 力排斥太学体的斗事
,

对于保证北宋诗文革

新运动的彻底胜利
,

具有关键的作用
。

西良体流行四十年
,

到仁宗天圣以后已趋于衰微
,

经过

柳开
、

穆修
、

石介
、

孙复
、

欧阳修
、

尹沫
、

苏舜钦
、

梅尧臣等人提倡尊韩明道
,

庆厉之后
,

古文 已代西昆体而起
,

风行于文坛
,

达些古文家虽然在反西真体的斗争中 方 向 一 致
,

但对



于
“

明道
”

各有不同的理解
。

欧阳修重在简易致用
,

石介等却以怪僻求名 欧阳修倡道为改革

现实政治服务
,

石介等则流于空谈甚至复古倒退
。

这场斗事在文学上促使北朱诗文革新运动
避免了重蹈中唐古文运动的覆辙

。

晚唐的浮靡文风之所以能够夏兴
,

当然有政治
、

社会等多

方面的原因
,

但 “ 元和以后
,

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
,

学苦涩于樊宗师
” 《唐国史补 》 的风气

终于使古文 自行衰亡
,

也是中唐古文运动未能取得全胜的一个重要原因
。

所以苏轼在 《谢欧

阳内翰启 》 中批判太学体的迁怪文风时
,

特别指出 “ 盖唐之古文 自韩愈始
,

其后学韩而不

至者为皇甫提
,

学皇甫提而不至者为孙樵
,

自孙樵以降
,

无足观矣
。 ” 皇甫提

、

孙樵片面发展

了韩文新奇险怪的一面
,

最后使晚唐古文无足观
,

正与石介尚怪终于使太学体古文无足观的

情况相似
。

历史的教训引起了欧
、

苏的警惕
,

使他们认识到 虽然古文家和 “ 学者未始不为

道
” ,

但如果溺于文字
, “ 甚者至弃百事

” 欧 阳修 《答吴充秀才书 》 ,

就不可能达到明道的目的
。

欧阳修及时打击了这股歪风
,

拜提拔出三苏
、

王安石
、

曹巩等一批 “ 博于古而宜于今 《荐布

衣 苏淘状 》 的古文家
,

使他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不但后继有人
,

而且更加发扬 光 大
。

因此这

场排抑太学体的斗争与反对西矗体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
,

应当在中国文学史论著 中 补 书 一

笔
。

一九八二年十一 月

注

① 宋代 “
凡学 皆隶国子监 , 《宋史

·

选举 志 》 。

据 《宋史
·

宋祁传 》载 , 宋祁于 天圣初与兄宋率同举进士 ,
释褐

时为孙典所荐
,
改国予监直讲

。
后宋岸 “ 方参知政事 ” 时

,

宋祁又 ‘
判太常礼院

、

国子监 ” ,

不久又改判太常寺
。

据 《宋库

传 》 ,

宋库
‘
方参知政事 ” 是在宝元中

。

此后宋祁再也不 曾担任过国子监 的职 务
。

但太学创建于 庆历四 年
, 已 是在宋祁第

二次判国子监 以后七
、

八年的事了
。

② 参见黄宗羲 《宋元学案 》 所引胡缓传
。

先文洁说
‘

本朝理学实 自胡安定
、

孙泰山
、

石祖株三先生始
。 ”

③ 此后王准多次知贡举 , 但本文所引奏议在 《宋史
·

选 举志 》 中列在庆 历六 年后 ,

嘉砧二年前 , 当是他在皇枯五年

知贡举时所上
。

④ 欧 阳修对孙复
、

石介二人的评价略有区别
。

他在 《孙 明复先生墓 志铭并序 》 中说孙复
“
治春秋

,

不惑传注 ,

不为

曲说 以乱经
,

其言简易 ” ,

认为孙复在治经中能破除当时众家说经 怪迁百 出杂伪真 ” 的迷雾
, 是有功绩的

。


